
日本的外交基轴与联合国外交 

 

徐恺 

内容摘要 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大支柱：联合国外交、对美外交和对亚洲外交。联合国外交

值得认真剖析。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目标基轴是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和正常国家。日本联合

国外交中有四个特点：经济外交手段、日美同盟的影响、军事力量的借重以及民众意愿。日

本“入常”有两个重要目标：短期目标为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动联合国改革，

清理联合国的“战后体制”，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扫清道路；长期目标是

使日本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大国”。 

关键词 联合国外交  政治大国  日美联盟 

 

日本的外交从明治维新开始，其主线就十分明显，要求日本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成为

世界列强之中的一员。经过脱亚入欧等政策外交决策改变，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日本进入了与列强并列的时代。在日本联合国外交中，日本外交主线延续着战前的目标，但

实现目标的手段前后有所区别，战前采取的是军事手段，结果以失败告终，战后采用的则是

经济手段。 

 

一、日本外交的基轴 ：“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正常国家”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重返国际社会——经

济大国——政治大国（正常国家）。总体上，日本的外交目标与明治维新时期所定的目标一

致，那就是确立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从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主

导作用。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领土被盟军占领，丧失了包括外交权在内的绝大部分

主权，同时还把日本、德国等法西斯国家定为“敌国”，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因此，日

本在战后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返国际社会。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为日本定下了外交政策的基轴：与美国结盟，以对美一边倒、搭

安全便车为前提，站在“自由国家”一边，发展经济，展开经济外交，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总体上来说，日本外交的立足点就是富国轻兵。1951 年的《旧金山和约》结束了对日战争

状态，恢复外交关系，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独立，重返国际舞台。《日美安全条约》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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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由此，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1960 年代初期，日本仍是经济小国，在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等方面，日本参与的可能

度都很小。因此，在吉田路线下，日本埋头于经济发展，而确保日本稳定的外部环境则至关

重要的。在当时冷战的条件下，日本维持外部稳定的唯一条件是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

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客观上成了美国冷战秩序的一部分，以换取美国对其经济发展的支持，

同时也减轻了日本在军事上的负担，使得日本的军费开支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1%以内。

日本当时主要外交目标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向经济大国迈进。1963 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第 8 条成员，加入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64 年东京奥

运会的举办……，此时期日本的外交致力于保持国内经济发展的稳定外部环境，同时在国际

社会中表现出一种经济大国的形象，充分体现了“经济能量化”。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的外交因下述情况开始出现调整：首先，日本经济发展已经达到

了西方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其后不久日本经济又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第二，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得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从敌对转向

“准盟友”，而尼克松访华前并未提前知会日本，形成了“尼克松冲击”。第三，第一次石油

危机虽然使日本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同时也对日本的外交带来了新的问题——能源安全。

例如，1974 年通商产业省就发表了《关于我国经济安全保障》的报告，针对石油危机对日

本经济的冲击，提出日本应该增加能源储备，开展能源外交。1978 年，日本智库野村综合

研究所发表了《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对策》研究报告，提出日本不仅要重视经济方面的

安全保障，而且在当时美苏激烈军备竞赛的背景下，需要新的综合的安全保障战略。由于前

面的铺垫，大平正芳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成为后来“政治大国”的雏形。所谓“综

合安全保障战略”，就是指日本要综合地运用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等的力量，相

互配合，相互补充，以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谋求生存与发展。总体上来说，70 年代，

是日本外交转变的时代，开始了从国际社会中扮演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过渡。 

“政治大国”的口号是 1982 年 11 月由当时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所提出。1983 年 7 月

23 日，中曾根在向其乡选民发表演讲时，宣称他的执政目标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

的发言权，不仅增加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还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由于

“政治大国”一词过于敏感，因此，中曾根于同年的 9 月 9 日在日本国会第 100 次会议上发

表施政报告时，把政治大国改为“国际国家”），认为如果日本只停留在经济国际化，而不在

文化、政治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此时，日本在经济上更为

繁荣，出现了“日本可以买下美国”的情形，在政治上，出现了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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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本与美国“合霸”的情形。 

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改变以及日本的泡沫经济，使得日本在成为“政治大国”的手段有一

些改变。特别注重日美同盟，在亚洲外交上摇摆，以及在联合国外交上努力争取地位，这是

新世纪日本外交的现实。但日本外交的总体目标依然是“政治大国”和“普通国家”。 

 

二、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简要历程 

 

《旧金山和约》序言中称“日本表示申请加入联合国而在任何场合都遵守联合国宪章原

则的意志。联合国欢迎日本国的意志”，为日本解了套。1953 年，日本被联合国接纳为观察

员，在联合国总部设立日本代表处。1956 年 10 月，日本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消除了加入

联合国的障碍。1956 年 12 月 18 日，日本正式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第 77 个成员国。

加入联合国是日本外交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迎来了战后外交史上最大

的转机”，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成为了平等的一员”。① 

加入联合国后如何在联合国的平台发挥作用，也就成了日本外交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首先，要在联合国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争取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就成为首要的现实选择。

经过多方游说，1957 年 9 月的第 12 届联合国大会上日本当选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

理事国家，这是日本首次担任这一职务。1969 年，日本在联合国第 24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重新研究联合国宪章”的提案，目的是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在联合国的外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联合国提供资金。联合

国出现了财政困难，而当时日本正是资金最为充裕的时期，故不断加大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

1986 年，日本向联合国所交纳的会费首次超过了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日本还

向联合国的其他活动提供资金。另一方面，日本人在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开始担任重要职务。 

冷战结束后，日本又开始为出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努力。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首要条件是要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以及阻碍日本进入联合国的条款。《联

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为第 53 条和第 107 条。第 53 条规定：“…所称敌国系指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言”；第 107 条规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

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②1990年在45届联合国大会上，

日本外相中山一郎称，“我认为宪章中保留着的原敌国条款已不成为不合适于新的时代和没

有意义的东西，因此应当尽早地予以删除”。虽然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重新考虑《联合

国宪章》和拟取消‘敌国条款’的议案”，但以后没有再加理会，故日本此次的努力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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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疾而终。其实，日本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时就曾经要求过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

款”。 

 19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海湾战争中日本为联合国军提供 130 亿美元的援助而

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再加之“五五体制”的崩溃，使得日本在联合国的外交较为低迷。

不过，1992 年 9 月，日本派兵到柬埔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标志着战后自卫队首次走出

国门。1995 年是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日本似乎又看到了曙光，开始冲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结果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大部分目标基本落空，其中“敌国条款”、联合国会费问题等，

都未能达到日本的目标。 

 随着时代发展，联合国的改革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自 1997 年起各种联合国改革方案

相继被提出，内容涉及安理会的扩大、常任理事国数目与权限以及批准程序的安排，其中最

为著名的是“名人小组”的 A、B 方案。名人小组是 2003 年 11 月由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任命由 16 人组成的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著名政治家、外交家等组成。A、B 方案两者都

主张把联合国的安理会成员由 15 个扩大到 24 个。A 方案是增加 6 个常任理事国和 3 个非常

任理事国，B 方案是新增 8 个可连选连任常任理事国和 1 个非常任理事国。两个方案都规定

新的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否决权。 

 日本又希望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时当选常任理事国。2004 年 8 月，日本外务省成立了

“联合国改革对策本部”，向联合国提出日本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建议。9 月 21 日，小泉纯一

郎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日本“入常”的愿望。12 月 1 日，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为了

共同“入常”而结成了“四国集团”，都主张表示用 A 方案进行表决。12 月 3 日，日本外务

省召开了“联合国改革对策本部”会议，决定进行“拉票”活动。日本的重点是利用金钱游

说非洲和拉美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寻求美国的支持，但对亚洲国家，特别是历史问题、

教科书等问题上的频频“出招”，却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结果，虽然日本与其他三国联

合壮大了“入常”的支持力量，但也引致了反对德国、印度和巴西“入常”的国家对日本“入

常”的反对；加上美国的支持态度的变化和日本自身对历史认识等问题使亚洲国家不能放心

日本“入常”，因此，造成了日本“入常”的失败。 

 在安倍晋三、福田康夫时期，“入常”策略均以“曲线入常”的形式：如努力争取安理

会非常任理事国，积极推进联合国改革，在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中增加更多的日本人，特别是

在实权职位上。 

 可以预见，在联合国改革成为国际热点时，日本积极“入常”冲击就是为日本联合国外

交的主要内容，或许在联合国 70 周年时，日本会进一步为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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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三、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特征 

 

1、经济外交 

外交为内政服务，经济外交当然也不例外。“经济外交”是 1957 年日本政府提出的，在

外交蓝皮书中说：经济外交是以经济手段向外发展为目的的，提出“信奉和平主义的日本，

要提高分居在四个小岛的 9000 万国民的生活，发展经济，培育国力唯一办法是以和平的经

济力量向外发展。”③经济外交不外乎两个目的：为了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发展而进行的经济

外交；为了国家的政治目标而进行的经济活动。日本也不例外，日本经济外交的第一阶段重

点是放在确保日本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上、日本的海外市场上。而第二阶段是促进日本变为

“政治大国”和“普通国家”上，在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上也是如此。 

在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上，经济对外援助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对联合国进行经济和财政支持。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在联合国财政危机时，日本交纳更

多的联合国会费，这样便能在联合国的各个职位上占据有利“位置”。另一个方面是日本给

联合国的各种活动提供经费，争取在这些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三是日本在“入常”问题，

日本利用经济外交拉拢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来寻求支持。例如在 2005 年“入常”时，日本

外务大臣町村信孝 3 月 31 日在国会发言时称，小泉政府准备对政府预算进行修改，扩大对

外经济援助的资金，为日本进入安理会拉票。“我们准备增加经济援助的力度，”町村信孝在

向国会联合国改革小组的议员发表讲话时说，“这将使联合国更好地评价日本，并使我们获

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共同社说，最近政府商讨的重点就是加大向非洲国家的

经济援助。④由此可见，金元外交是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色。 

2、日美同盟 

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的外交“基轴”。日美同盟曾出现短暂的疏远，最终又回归到日美

同盟上。在“入常”的问题上，日美同盟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值得我们思考。一种情形认为，

日美同盟使得日本的外交政策没有独立性，因此，没有外交政策独立性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种观点一般是用来反对日本“入常”国家使用的。另一种情形认为是

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因此，只要美国支持，其他国家在日本“入常”问题不会形成阻碍，即

使有阻碍，也不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其代表人物就是小泉纯一郎。这两

种观点对日美同盟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作用都缺乏全面地认识。要厘清日美同盟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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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常”外交中的影响，首先有必要认识日本外交的真正目标。日本外交的真正目的是成为

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大国”。因此，寻着这一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分析日美同盟在日

本“入常”上的影响。日本“入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日本能够在国际社会中以“政治大国”

的身份被认可，如果日美同盟能够给日本带来这样的利益，那么日本就不会积极“入常”了。

但是日本的积极“入常”行为表明日美同盟没有能够带来了这样的利益。这样，小泉“入常”

路线是死路。另一方面，日本脱离美国“入常”，虽然得到了外交的独立性，可在国际社会

中“政治大国”的身份却被世界第一大国所不承认，这样，日本“入常”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当前，日本在“入常”与日美同盟的处理上，日美同盟是第一位的，日本认为当前军事、

安全甚至经济等利益都需要美国的保护，这些是“入常”所得不到的。因此日本 “入常”

最有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在争取入常的关键时刻，隐匿和淡化日美同盟，发挥经济外交攻势

争取支持”。日本“入常”还有一条“隐性的”的道路，那就是军事力量的借重。 

3、军事实力的借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放弃了战争道路，而寻求和平发展。因此，日本的军事

开支一直控制国民生产总值的 1%以内。但是，随着日本 GDP 上升，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

成为了世界第二。特别是在新世纪时，日本加紧了军事化的步伐。2001 年 10 月 29 日通过

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等三个法案在法律程序上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新突破”。2003

年 5 月，日本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所谓“有事法制三法案”是指三个法案：《武力攻

击事态对应法案》、《自卫队修正案》和《国防会议修正案》。《武力攻击事态对应法案》规定

了当日本受外国攻击发生危机时政府内部应对程序和理念。《自卫队修正案》规定日本有事

时，自卫队可征用民间物资，违反者将受到重罚。《国防会议修正案》进一步强调加强防卫

网络，其中就包括赋予首相指挥军队的权力。2005 年，自卫队改为自卫军。因此，日本通

过修改国内的法律形式去修正影响国际社会施加给日本的“约束”，从而使日本真正成为军

事大国、军事强国。这一条路线虽然是曲线式的，但是这确实是与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普通国家”作为可靠的“保障”，因此，也可能会成为日本“入常”诉求的基础。 

4、日本民众与“政治国家”诉求 

日本国民也开始渐渐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据《朝日新闻》1991 年

11 月的调查，有 72%的人主张日本应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64%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应该

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反对者有 16%。⑤2002 年，日本外务省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显

示，2002 年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占到了 70.6%，反对者只有 9.2%。

而外务省在 1994 年中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才有 56%，而反对者有 18%。⑥由此我们看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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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这也看作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一种表现⑦。 

 

结语、日本联合国外交本质 

 

1957 年，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外交活动的“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

义各国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这三条“原则”在日本外交中不容易协调，三者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在以联合国为中心与“以自由主义国家美国的协调”之间，如果美

国重视联合国，那么，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才可能存在；如果重视日美同盟，则在联合国

外交中又缺乏独立性。在“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时，可能日美同盟又会出现“裂缝”。虽

然日本在外交“三原则”上有一定的矛盾之处，但是，日本外交终极目标则是如一的：得到

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大国”、“普通国家”。因此，在内政上，日本努力破除在“战争后体

制”，修改各种法律和宪法，特别是多次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在外交方面，日本的对

外战略的目的是以日美同盟作为基轴，借助亚洲外交来巩固日本经济“后方”，以联合国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为重要舞台，增进日本的经济和安全收益，最终谋取政治大国。 

具体到联合国外交上，目标为两层：一是在联合国中得到更多的国际表演机会，从而赢

得更多的国际威望。深层次的目标是日本作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

可”。再具体到日本“入常”。“入常”亦有两个重要目标：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

是，在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动联合国改革，使联合国的“战后体制”得到清理，

使日本摆脱战败国地位，从而为日本的“政治大国”、“普通国家”扫清道路。另一方面，日

本进入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得日本能与“五常”国际地位平等，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得到了“政治大国”的标志。长期目标是日本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大国”和“普通

国家”。但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始终有一种潜在的以重复战前手段来实现外交目标

的趋势，应该值得亚洲和世界警惕。 

 

 

注释 
 

① 日本外务省：わが国の外交 [Z]，東京：大藏省印刷局。1957：5。 
② 联合国：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charter/chapter8.htm。 
③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M].时事出版社.1990：65。 
④ 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 
⑤ 包霞琴、臧志军：变革中的日本政府与外交[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210-211。 
⑥ 日本外务省：http://www.mofa.go.jp。 
⑦ [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M].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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